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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辱虐管理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了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探讨中国文化情境下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创造力的中介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采用

多阶段−多来源的策略, 以 93 名主管和 369 名员工为对象, 通过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三阶段主管−员工配对

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主管的辱虐管理行为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

间接的消极影响; 但该负向的间接关系的强度对高中庸思维者而言较弱。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创

造力的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对企业员工创造力及创新行为的管理实践也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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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越来越多的组织已经意识到, 只有根据环境的

变化, 开发出富有创造性的、独特且实用的产品或

服务, 才能让组织在动态的复杂市场环境中赢得一

席 之 地 (Shalley, Gilson, & Blum, 2009; Zhou & 

Hoever, 2014)。领导作为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构成

因素 , 是员工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重要决定因素之

一。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和检验领导

者的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与员工创造力之

间的关系, 然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有

研究表明辱虐管理会直接降低员工的创造力(Liu, 

Liao, & Loi, 2012), 同时它可以通过内在动机和情

绪衰竭的中介作用, 进而对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

影响(Han, Harms, & Bai, 2017; Zhang, Kwan, Zhang, 

& Wu, 201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辱虐管理不一定总

会降低员工的创造力, 适度的辱虐管理甚至有利于

提升员工创造力(Lee, Yun, & Srivastava, 2013)。研

究者认为, 现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足以解释辱虐管理

与创造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并呼吁在未来的研究中

厘清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力的内在影响机制及边

界条件(Zhang et al., 2014)。 

响应此号召 , 我们在心理契约理论(Robinson 

& Morrison, 2000) 和 认 知 −情 感 加 工 系 统 理 论

(Metcalfe & Mischel, 1999)的基础上提出辱虐管理

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的中介作用 ,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 

同时该过程会受到中庸思维的调节。 

1.1  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与创造力的关系 

辱虐管理是指下属对上司不断地表现出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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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肢体接触的语言性或非语言性敌意行为的知觉, 

如嘲弄奚落、公开大声责骂、刻意冷落等(Tepper,  

2000)。本研究认为辱虐管理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

的中介作用 , 对员工的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

响。心理契约是指在以承诺、信任和知觉为基础的

雇佣关系中, 个体对雇佣关系中双方各自应承担的

责 任 或 义 务 的 一 种 信 念 (Morrison & Robinson, 

1997)。当员工感知到组织未能履行心理契约中与

员工贡献相称的一种或多种责任时, 心理契约破坏

就产生了(Morrison & Robinson, 1997)。以往有研究

者指出, 领导者在员工的心理契约的构建与维持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Tekleab & Taylor, 2003)。例

如, 领导者在工作中对员工表现出较多的辱虐管理

行为(如公开批评或贬损员工等)时, 员工会将其视

为对自己的不尊重、蔑视与羞辱; 这与自己应该受

到公正对待的期望或信念是相违背的, 它违反了雇

佣关系中双方“平等互惠”的交换原则及道德规范, 

损害了领导在员工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因此会导致

较严重的心 理契约破坏 (丁桂 凤 , 张 澎涛 , 2013; 

Parzefall & Salin, 2010)。 

当员工感知到心理契约被破坏时, 为了维持个

体与组织双方交换关系的平衡, 员工会作出不利于

组织的态度和行为, 例如在工作中表现出较低水平

的 创 造 力 或 创 新 行 为 (Khazanchi & Masterson, 

2011)。研究者认为, 创新离不开沟通与交流, 在创

新过程中个体不但要提出创造性的思想, 同时还要

与同伴合作并交流相关的知识信息 (Hemphälä & 

Magnusson, 2012); 而且 , 创新也意味着打破常规

和改变现状, 这无疑会遭到部分人的抵制, 因为创

新会触动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创新过程中需要员工

敢冒风险, 懂得如何与他人沟通与合作, 甚至为了

创新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技能, 这都要求员工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Agarwal, 2016; Scott & Bruce, 

1994)。而员工是否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

从 事 创 新 性 工 作 , 这 取 决 于 雇 佣 关 系 的 质 量

(Janssen, 2000, 2004)。心理契约被看成是雇佣关系

的晴雨表, 它对员工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常

被 用 于 解 释 个 体 与 组 织 的 关 系 (Zhao, Wayne, 

Glibkowski, & Bravo, 2007)。实证研究表明, 当心

理契约被破坏时, 基于平等互惠的交换原则(Blau, 

1964), 个体的组织支持感和情感承诺会大大降低, 

这会导致员工在创新过程中勇冒风险和积极投入

(时间和精力等 )的意愿大大减弱 , 因此其采取新

的、有创造力的方法或思路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的

可能性较小(Khazanchi & Masterson, 2011; Kiazad, 

Seibert, & Kraimer, 2014; Ng, Feldman, & Lam, 

2010)。由此我们提出： 

假设 1：辱虐管理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
作用, 对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 

1.2  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中庸》曾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

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正理”, 就是要

求人们为人处世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 永远执中协

同 , 这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法则。学者们认为 , 

中庸思维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固有思维方式的

深刻反映, 它被认为是一种调节矛盾以达到中和的

生活哲理; 它时时刻刻都在作用于人们的言行, 是

一套实用性很强的价值观体系(杨中芳, 2010)。中国

人这种整体性、辩证性的中庸思维模式是有异于西

方的, 例如他们会把世界看成由复杂事情交织在一

起的整体 , 并力图在这种复杂性之中去认识事物; 

在对事物的分析时也不仅仅局限于事物本身, 而是

包括它所处的背景与环境。吴佳辉和林以正(2005)

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将中庸思维定义为“由

多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 在详细考虑不同看法

之后 , 选择可以顾全自我与大局的行为方式” (p. 

225); 并认为中庸思维总体上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善于从多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即多元性思考; (2)

善于整合外在环境信息与自己的内在想法, 即整合

性; (3)充分考虑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以和谐

方式作为行为准则, 即和谐性。因此, 中庸思维代

表的是个体自我调节与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行为之

前会仔细审查行动对他人可能带来的后果, 并选择

最佳的行动方案的思维方式(何轩, 2009)。 

由于中庸思维注重个体的自我调节, 即通过自

我反省、观察形势等反馈机制来修正自我行为, 我

们 借 鉴 认 知 − 情 感 加 工 系 统 理 论 (Metcalfe & 

Mischel, 1999), 提出中庸思维可能会在辱虐管理、

心理契约破坏和创造力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该理

论认为, 个体内存在“冷”和“热”两个平行但又相互

作用的加工系统 (cool/hot-system), 即基于认知的

冷加工系统和基于情感的热加工系统(Metcalfe & 

Mischel, 1999)。冷系统是由众多信息节点相互联系

而构成的精细认知网络 , 能够对外部刺激进行缓

慢、系统的认知加工, 促使个体表现出理性的、策

略性的行为反应 , 是个体实现自我行为调节的基

础。与此不同 , 热系统是一个情感自动反应系统 , 

在外部刺激激活情感时, 自动、快速地引发个体做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240 心    理    学    报 第 51 卷 

 

出趋近或规避的行为反应。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决

定了个体对外界刺激的行为反应。面临外界刺激时, 

基于情感的热系统常常快速、情绪化地做出反射性

反应; 个体自我调控的效果取决于认知加工系统能

否有效抑制对刺激的冲动性反应。 

作为显著的负性刺激, 辱虐管理和心理契约破

坏会激活员工的热加工系统, 让员工产生不良的负

性情感体验(Conway & Briner, 2002; Tepper, 2007); 

而中庸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和认知加工策

略, 发挥冷加工系统的作用,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调节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和创造力这三者之间

的关系。理由在于： 

高中庸思维者善于多元思考, 因此在遭受到辱

虐管理时会从多方面考察它产生的主要原因, 以及

它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与低中庸思维者相比较来看, 

在处理具体事情时, 高中庸思维者往往会在一个更

大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中来审视形势的变化。具体而

言, 中庸思维会促使个体跳出“小我”意识, 把自己

置于更大的一个集体(大我思考)或换到他人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面临的处境与问题(吴佳辉, 2006)。当遭

受到辱虐管理时, 由于高中庸思维者善于多元思考, 

他们会从动态的、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组织

的行为, 例如会看到领导(组织)在某些方面满足其

自身需求所作的积极努力。这种多元思考可作为一

种注意力转换的认知加工策略, 帮助员工由基于情

感的热加工系统转向基于认知的冷加工系统(Sethi, 

Mischel, Aber, Shoda, & Rodriguez, 2000)。因此高

中庸思维者在遭受辱虐管理时, 不会任由负面情绪

和情感主导自己的行动, 而是会在认知重评行为后

果后, 采取宽恕的姿态来面对(Ho & Fung, 2011), 

因此产生心理契约破坏的可能性较小。相反, 低中

庸思维者由于多元思考的能力比较弱, 因此在面对

辱虐管理时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辱虐管理行为

的本身, 很少看到领导(组织)在某些方面满足其自

身需求所作的积极努力, 这导致其基于情感的热加

工系统无法有效地向基于认知的冷加工系统转化, 

因此在遭受辱虐管理时产生心理契约破坏的可能

性较大。 

即使遭受到较严重的心理契约破坏, 但和谐性

和整合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高中庸思维者快速有

效地由基于情感的热加工系统转向基于认知的冷

加工系统, 从而实现自我行为的控制和调节。高中

庸思维者会以维护和谐作为行为准则, 冷静思考自

己的行为是否会对组织或他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和

谐行为的选择, 通过将行为后果在头脑中成像, 整

合内外信息, 通过比较、加工各种行为结果, 从而

实 现 情 感 系 统 向 认 知 系 统 的 转 换 (Metcalfe & 

Mischel, 1999)。在遭受心理契约破坏时, 我们猜想

拥有和谐性和整合性的思维方式的高中庸思维者

仍然可能会表现出较高的创造力。毕竟对大多数组

织而言, 提高个体和组织的创造力, 不断开发富有

创意的商品及服务, 仍是其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重

要手段(Oldham & Cumming, 1996)。因此, 如果员

工在工作中过于墨守陈规, 循规蹈矩, 不懂变通与

创新, 这不仅会影响到员工本人的工作绩效, 也会

对与其有工作往来的团队成员带来不方便和麻烦, 

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 而且, 自己在创新绩效上的

落后表现, 也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绩效, 这可能会

激发主管的愤怒情绪 , 使双方关系愈发紧张 (Li, 

Zhang, Law, & Yan, 2015)。此时即使遭受到较严重

的心理契约破坏而使得为组织出谋划策的创新意

愿较低, 但为了维护与同事(或主管)之间关系的和

谐 , 高中庸思维者仍可能会积极改进自己的想法 , 

以便提出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颖的和切实可行

的方案, 来避免人际关系的冲突(Yao, Yang, Dong, 

& Wang, 2010)。因此, 对高中庸思维者而言, 心理

契约破坏和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系较弱。相比较而

言, 在遭受心理契约破坏时, 低中庸思维者由于其

在人际互动时并不太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性, 因此

不会通过提升自身的创新行为来避免人际关系的

冲突。因此, 对低中庸思维者而言, 心理契约破坏

与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系较强。由此提出假设 2

和 3： 

假设 2：中庸思维可以调节辱虐管理与心理契
约破坏之间的关系, 即个体的中庸思维越强烈, 辱
虐管理与心理契约破坏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 

假设 3：中庸思维可以调节心理契约破坏与创
造力之间的关系, 即个体的中庸思维越强烈, 心理
契约破坏与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1.3  整合的模型 

假设 1~3 所揭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两阶段有

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Edwards & Lambert, 2007), 

即当个体的中庸思维水平较弱时, 辱虐管理会较多

地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造

成间接的消极影响; 而当个体的中庸思维水平较强

时, 辱虐管理较少地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据此, 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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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中庸思维调节了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
管理和员工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 表现为被
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 即个体的中庸思维越强, 心
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与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越弱; 反之当个体的中庸思维越弱, 心理契约破
坏在辱虐管理与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调查过程 

我们在上海、苏州、重庆、南昌、广州的 9 家

企业(涉及通讯、制药、房地产、教育培训和市政

建设)中进行问卷调查以收集数据。为避免共同方

法偏差, 我们采用多阶段−多来源的设计, 分三个

阶段收集了员工和直接主管配对的调查数据。调查

时 , 我们先与各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进行沟通 , 

由人力资源部与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并说明

我们问卷调查的目的。我们先让人力资源部确定被

调查的员工和直接主管的名单, 并根据名单对配对

问卷进行编号。我们在三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在与

相关部门沟通后, 我们让员工评定主管的辱虐管理

行为(时间点 1); 约 1 个星期以后(时间点 2), 我们

再让员工报告心理契约破坏和中庸思维这 2 个变量

的得分; 在大约两个月后(时间点 3), 我们让主管

对员工的创造力进行评价。在时间点 1, 共有来自

137 个团体的 572 名员工参与我们的问卷调查, 其

中有 115 个团体的员工返回了有效问卷共 439 份, 

问卷回收率是 77%; 在时间点 2, 在这 115 个团体

中共有 109 个团体的 402 名员工继续参与我们的问

卷调查, 其中有 102 个团体中的员工返回了有效问

卷共 377 份, 问卷回收率是 94%; 在时间点 3, 我们

再让这 102 个部门(团体)的主管评价员工的创造力

水平, 共有 97 个主管按时返回了调查问卷, 但最终

只有 93 个团体的主管和员工的问卷能有效配对。

由于以下原因, 我们删除了部分相关数据：(1)主管

和员工的问卷无法有效配对; (2)主要变量的数据缺

失严重(如没有报告或填写); (3)主管和员工的数据

虽能有效配对, 但主管评价员工的数目小于 3。最

终我们获得 369 份有效配对问卷(93 名主管和 369

名员工)。在 369 名下属中, 男性占 51.8%; 30 岁以

下的人占 51.2%; 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占

27.7%; 59.5%的人在该公司工作不超过 3 年。 

2.2  研究工具 

辱虐管理：采用 Tepper (2000)的量表来测量辱

虐管理, 共 15 个条目。举例条目为“我的主管常嘲

笑我”和“我的主管常说我的想法和感觉很愚蠢”。

该量表已由吴隆增、刘军和刘刚(2009)在中国情境

下使用, 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将采用 Rwg (j)、

组内相关系数(ICC[1])和评判间信度(ICC[2])来衡

量分数的一致性, 以判断个体层面的分数是否能汇

总成为群体层次的分数(Bliese, 2000)。统计结果显

示 , 个体在辱虐管理上的得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ICC[1]为 0.17, ICC[2]为 0.44, Rwg (j)的平均数和中

位数分别为 0.95 和 0.97)。因此, 本研究有足够的

证据将其放置群体层面。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 

心理契约破坏：采用 Robinson 和 Morrison 

(2000)的量表来测量心理契约破坏, 共 5 个条目。

举例条目为“迄今为止, 本公司在招聘我时作出的

所有承诺几乎都实现了” (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中庸思维：采用吴佳辉和林以正(2005)的量表

来测量中庸思维。该量表由“多方思考”、“整合性”

和“和谐性”这 3 个维度组成, 共 13 个条目。举例条

目为“我习惯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

“我会试着在自己与他人的意见中, 找到一个平衡

点”和“意见决定时, 我会试着以和谐的方式让少数

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本研究不在维度层面上展

开细致研究, 所以将这 3 个维度上的得分合并取平均

值。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 

创造力：沿用前人的做法(Wang, Tsai, & Tsai, 

2014), 采用 Oldham 和 Cumming (1996)编制的 3 个

条目来测量员工的创造力, 共 3 个条目。举例条目

为“该员工经常会想出一些新颖的、实用的方法来改

进绩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控制变量：有研究者指出, 在遭受不公平对待

或人际虐待时, 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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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的人, 其反应可能是不同的(Aquino & Douglas, 

2003)。因此 , 在本研究中 , 我们控制了员工的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 

本研究中所有量表均采用 7 点量表(1 = 完全

反对; 7 = 完全同意)。所有量表均已在中国情境下

使用过, 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的步骤如下：首先, 本研究采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来确认本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变量的构

念效度。其次, 本研究的数据呈现嵌套结构, 我们

利用 Mplus 7.0 软件(Muthén & Muthén, 2012)进行

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 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特别

是, 我们结合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

析技术来检验本文涉及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同时, 

我们还会通过蒙特卡罗再抽样法 (Monte  Car lo 

resampling method), 来计算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以检验其显著性程度。在本研究中, 所有的数据分

析均纳入了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 了 考 察 并 确 认 各 个 变 量 的 聚 合 效 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和 区 分 效 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我们使用 Lisrel 8.7 软件对 369 份员工−

主管配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4

因子模型中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及 t 值均达到了 0.05

的显著性水平, 且没有不恰当解, 这说明本文涉及

的几个构念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 我们通

过模型比较的方法来考察各个变量的区分效度。如

表 1 所示, 4 因子模型与另外 5 个模型相比, 对实际

数据最为拟合(χ2 = 1480.66; df = 588; χ2/df = 2.52; 

NNFI = 0.95; CFI = 0.96; RMSEA = 0.06), 说明本

文所涉及的 4 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比较检验 
模型 χ2 df NNFI CFI RMSEA 

模型比较 ∆χ2 ∆df 

1. 基准模型(4 因子) 1480.66 588 0.95 0.96 0.06      

2. 三因子模型一 4065.49 591 0.85 0.86 0.13 2 vs. 1 2584.83** 3 

3. 三因子模型二 7780.26 591 0.85 0.86 0.18 3 vs. 1 6299.60** 3 

4. 三因子模型三 2007.45 591 0.93 0.93 0.08 4 vs. 1 526.79** 3 

5. 三因子模型四 7504.47 591 0.86 0.86 0.18 5 vs. 1 6023.81** 3 

6. 单因子模型 11119.26 594 0.72 0.74 0.22 6 vs. 1 9638.60** 6 

注：(1) n 员工 = 369; n 主管 = 93。(2) ** p < 0.01 (双尾检验). 

基准模型：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中庸思维、创造力;  

三因子模型一：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辱虐管理和心理契约破坏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维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辱虐管理和创造力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四：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心理契约破坏和中庸思维合并为一个因子;  

单因子模型：将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中庸思维、创造力合并为一个因子。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心理契约破坏与员工创造力呈显著负相关  (r = 

−0.13, p < 0.05)。这些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基本

相符。 

3.3  假设检验 

3.3.1  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假设 1 中我们假设辱虐管理通过心理契约破

坏的中介作用 ,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

响。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呈嵌套结构, 因此我们分别

以心理契约破坏、创造力为因变量, 以公司编号为

自变量, 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组间方差并

不显著(心理契约破坏：F(8, 360) = 1.64, n.s.; 创造

力：F(8, 360) = 1.59, n.s.); 但当我们继续以心理契

约破坏、创造力为因变量, 以部门(主管)编号为自

变量, 做单因素方差分析时, 结果显示组间方差均

极其显著(心理契约破坏：F(92, 276) = 2.78, p < 0.01; 

创造力：F(92, 276) = 3.59, p < 0.01)。这表明这两

个变量来自部门(而非公司)的变异较大, 应进行两

水平分析以控制嵌套关系所导致的非随机性的影

响(Cohen, 1988)。两水平结构方程建模结果表明, 

辱虐管理与心理契约破坏(r = 1.06, p < 0.01)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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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a M SD 1 2 3 4 5 6 7 

个体层面                 

1. 性别 1.47 0.49 --             

2. 年龄 1.70 0.86 −0.08 --           

3. 受教育程度 1.23 0.43 −0.08 −0.22** --         

4. 任职年限  2.50 1.31 −0.03 0.53** −0.12* --       

5. 心理契约破坏 3.23 1.56 −0.05 −0.04 0.01 0.07 (0.96)     

6. 中庸思维 2.22 0.79 0.10 −0.11* −0.03 0.01 0.22** (0.92)   

7. 员工创造力 4.94 1.16 0.01 0.11* −0.06 0.07 −0.13* −0.05 (0.88) 

群体层面                 

1. 辱虐管理 1.71 0.52 (0.93)             

注：(1) n 员工 = 369; n 主管 = 93。(2)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3)各量表的信度系数标注在矩阵对角线括号内。(4) a 性别分

为两类：1 = 男; 2 = 女。年龄分为三类：1 = 20~29 岁; 2 = 30~39 岁; 3 = 40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1 = 高中及以下; 2 = 专

科; 3 = 本科及以上。任职年限分为四类：1 = 1~3 年; 2 = 4~6 年; 3 = 7~9 年; 4 = 10 年以上。 

 

创造力(r = −0.41, p < 0.01)相关显著; 心理契约破

坏与员工创造力相关并不显著(r = −0.04, n.s.)。这

说明在不考虑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的前提下, 心理

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和创造力的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 并 不 显 著 (间 接 效 应 为−0.04; 95%置 信 区 间 为

[−0.11, 0.03])。因此, 假设 1 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

持。需注意的是, 就统计本身而言, 这并不是分析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必要条件, 这是因为调节变量

的潜在影响 , 抵消了这种平均中介作用(刘东 , 张

震, 汪默, 2012)。 

3.3.2  中庸思维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假设 2 和 3 中我们假设中庸思维能调节辱虐

管理与心理契约破坏、以及心理契约破坏与员工创

造力之间的关系。由于我们的数据呈嵌套关系, 我

们仍然利用 Mplus 7.0 软件, 通过多水平结构方程

建模技术来检验该假设。数据的分析结果如表 3 所

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在控制员工的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任职年限, 以及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维

的主效应以后, 辱虐管理和中庸思维的交互项对心

理契约破坏的影响不显著(r = −0.14, n.s.); 但在控

制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以及心理契约破坏和中庸思

维的主效应后, 心理契约破坏和中庸思维的交互项

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r = 0.18, p < 

0.01)。因此, 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 3, 但是没有支

持假设 2。 

为了进一步确认中庸思维在心理契约破坏和

员工创造力的关系间的调节效应的型态是否符合

原先的预期, 我们参考 Aiken 和 West (1991)的做法, 

分别取中庸思维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模

型中, 并进行绘图(见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与 

表 3  中庸思维在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和员工创造

力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心理契约破坏 员工创造力 

性别 −0.26 (0.15) −0.05 (0.14) 

年龄 −0.21* (0.11) 0.02 (0.07) 

受教育程度 −0.04 (0.18) −0.13 (0.17) 

任职年限 0.03 (0.06) 0.07 (0.05) 

中庸思维 0.28* (0.11) −0.03 (0.07) 

辱虐管理 1.02** (0.18)   

心理契约破坏   −0.05 (0.03) 

辱虐管理×中庸思维 −0.14 (0.22)   

心理契约破坏×中庸思维   0.18** (0.07) 

注：(1) n 第 1 层(员工) = 369; n 第 2 层(主管) = 93。(2) ** p < 0.01, * p < 0.05。

(3)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图 2  中庸思维在心理契约破坏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调

节作用 

 
低中庸思维相比, 在高中庸思维的情境下, 心理契

约破坏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联性较弱, 这与

原 先 的 预 期 相 符 。 简 单 斜 率 分 析 (simple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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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结果也表明 , 在高中庸思维的条件下 , 心

理契约破坏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联性较弱

(简单斜率为 0.09, n.s.); 相比较而言, 在低中庸思

维的条件下, 心理契约破坏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负

向关联性较强(简单斜率为−0.19, p < 0.01)。其组间

差异为 0.28,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 0.01)。这与原

先的预期相符, 因此假设 3 得到支持。 

3.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4 中, 我们假设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

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受到中庸思维的

双重调节。由于中庸思维能调节心理契约破坏与创

造力之间的关系(假设 3), 但不能调节辱虐管理与

心理契约破坏之间的关系(假设 2), 因此它只能构

成 第 二 阶 段 有 调 节 的 中 介 效 应 模 型 ( 刘 东  等 , 

2012)。我们仍然利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

路径分析技术, 来检验中庸思维是否能调节以上间

接关系。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中庸思维能调节心理契约

破坏在辱虐管理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

当中庸思维水平较低时, 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

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十分显著(间接效应

为−0.12, 95%置信区间为[−0.22, −0.03]); 但当中庸

思维水平较高时, 该中介作用不再显著(间接效应

为 0.07, 95%置信区间为[−0.04, 0.19])。其组间差异

为−0.19,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 0.05)。因此, 假设

4 基本得到数据支持。 

4  讨论 

4.1  研究结果讨论 

创造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如何激发和

维持员工的创造力, 已成为学界和企业界长期关注

的话题。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重要情境变

量, 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运用多时间点、多

来源数据, 借助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分析, 探讨并

检验了辱虐管理对创造力影响过程中心理契约破

坏的中介作用, 以及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

果也总体上支持了我们的研究构想。总体而言, 本研

究对于理论贡献和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 以往的研究在探讨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

力 的 影 响 时 大 多 是 基 于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e.g., Liu, 

Liao, & Loi, 2012)和激活理论(e.g., Lee et al., 2013)

等视角, 很少有研究从心理契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

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制。本

研究从心理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 发现辱虐管理会

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

间接的影响。虽然先前曾有研究者猜想辱虐管理可

能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进而对员工工

作 态 度 和 行 为 产 生 间 接 的 影 响 (e.g., Parzefall & 

Salin, 2010; Restubog, Scott, & Zagenczyk, 2011), 

然而目前鲜有研究为该假说提供相关的实证支持。

本研究较早地提出辱虐管理可能会通过心理契约

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产生间接的消极影

响, 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 这对以往研究是一个

有益的补充, 它丰富了我们对辱虐管理的内在机理

的认识。 

其次, 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中庸思维作为一种

边界条件 , 在辱虐管理−心理契约破坏−创造力的

间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为我

们理解文化价值观影响辱虐管理的影响效果的方

式提供了线索。如前所述, 中庸之道强调人们在处

理矛盾时要做到“执两用中, 执中致和”, 以达到中

正、中和、稳定、和谐的状态。这使得高中庸思维

者在思考问题时比较全面(Ji,  Peng, & Nisbett, 

2000), 在处理事情时也很少走极端(Lee, 2000), 在

遇 到 不 同 意 见 甚 至 冲 突 时 ,  往 往 会 寻 求 妥 协

(Cheung et al., 2003)。因此, 在遭受因主管的辱虐 

 
表 4  调节−中介模型分析 

辱虐管理(X) 心理契约破坏(M) 员工创造力(Y) 

阶段 效应 
分组统计 

第一阶段 
(PMX) 

第二阶段 
(PYM) 

直接效应 
(PYX) 

间接效应 
(PMX PYM) 

间接效应 95%的

置信区间 

低中庸思维(−1 SD) 1.06**(0.18) −0.12*(0.05) −0.39** (0.14) −0.12*(0.05) [−0.22, −0.03] 

高中庸思维(+1 SD) 1.06**(0.18) 0.07 (0.05) −0.39** (0.14) 0.07(0.06) [−0.04, 0.19] 

组间差异 1.06**(0.18) −0.18**(0.07) −0.39** (0.14) −0.19*(0.08) [−0.37, −0.04] 

注：(1)n 第 1 层(员工) = 369; n 第 2 层(主管) = 93。(2)** p < 0.01, * p < 0.05。(3)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4)PMX 表示辱虐管理到心理契约破坏的

非标准化路径; PYM 表示心理契约破坏到员工创造力的非标准化路径; PYX 表示辱虐管理到员工创造力的非标准化路径。(5)我们通过

中庸思维的正负 1 个标准差(SD)来区分出高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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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产生的心理契约破坏时, 高中庸思维者会换

位思考, 从动态的、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组

织的行为, 这有助于个体由基于情感的热加工系统

转向基于认知的冷加工系统, 实现自我行为的控制

和调节, 因而不会意气用事, 而是会在组织需要的

时候仍然会主动提出新颖性的、切实可行的想法与

方案。虽然近年来国内对辱虐管理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 对

中国本土文化情景下的辱虐管理研究还不太多。契

合近来学者提出并检验中国文化情境下辱虐管理

效应边界的呼吁(丁桂凤, 古茜茜, 朱滢莹, 刘建雄, 

2012; 吴隆增, 刘军, 刘刚, 2009), 本研究为辱虐

管理−心理契约破坏−创造力的间接关系模型输入

了非常有价值的中国文化背景, 这也是本研究的最

大理论贡献所在。 

另外,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1)本研究对领导者的日常管理具有一定的警

醒作用。本研究结果提醒管理者应该要重视其辱虐

管理行为的危害性, 并在管理实践中采取有效措施

以减少辱虐管理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辱虐管理如

果不加干预, 会让员工体验到心理契约的破坏, 进

而在工作中会表现出较低的创造力。有鉴于此, 企

业可针对主管展开相关的培训, 提高其在工作中的

个人修养, 学习如何人性化地管理下属; 让其真正

重视辱虐管理行为的危害性, 并发自内心的去做出

改变, 以期从源头纠正主管的辱虐管理行为。(2)本

研究对于管理者如何降低辱虐管理行为的负面效

应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虽然辱虐管理行为在中

国企业中普遍存在, 但本研究启示管理者可从文化

价值观的塑造入手实施干预, 以实现员工行为的自

我调节, 从而规避辱虐管理的负面效应。例如, 作

为管理者 , 可以为员工提供中庸文化的学习培训 , 

培养员工的中庸思维方式, 修炼员工的“心性”, 让员

工懂得如何在工作中整体地、辩证性地看待主管的辱

虐管理行为, 合理地调适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及认知, 

以减少辱虐管理给员工创造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4.2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研究通过主

管与员工的配对 , 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收集数据 , 

这种研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 

但辱虐管理的测量具有敏感性, 会产生社会赞许效

应,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

(如运用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的方式等)来收集上司

的辱虐管理数据, 进一步探索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

力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制。(2)本研究表明当个体的

中庸思维水平较低时, 辱虐管理可以通过心理契约

破坏的中介作用, 给员工创造力带来消极的影响; 

但 Lee 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辱虐管理与创造力之

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这说明辱虐管理不总是会降

低员工的创造力, 在某些时候它可能有助于提升员

工的创造力。因此, 我们呼吁研究者们在未来的研

究中继续探索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潜在心

理机制与边界条件, 特别是要搞清楚辱虐管理是如

何提高员工的创造力的。对于以上不足, 我们将在

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5  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和员

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该间接关系间的调

节作用。研究的具体发现如下: 主管的辱虐管理行

为会通过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造力

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 但该间接的影响过程会受到

下属中庸思维的调节。具体而言, 当下属的中庸思

维水平较低时, 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和创造力

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较强; 当下属的中庸思维水平较

高时, 心理契约破坏在辱虐管理和创造力关系间的

中介作用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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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reativit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employee outcome related with work context, to 

date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which 

has perhaps been hindered by the lack of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utlin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es linking abusive supervision to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We collected data from 93 supervisors and 369 subordinates at three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first 

survey, th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their demography. 

One week later, thes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about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Approximately two months later, we asked these supervisors to rate their 

subordinates’ creativity. Multi-level structuring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 and Monte Carlo resampling 

method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abou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in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is moderated by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such that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is weakened when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is high, rather than low.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mply tha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outcomes could be decreased by guiding employees to cultivate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because it can 

encourage self-regulation of behavior after experiencing abusive supervision. 
Key words  abusive supervisi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 creativity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